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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别林基斯认为批评是 “运动的美学”。 即便是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 研究主体由于在不

同的时空和视域中研究视野、 研究方法、 研究角度的不断拓展， 对审美规律的探究也会不断刷新审美

判断。 同样一部 《春蚕》， 也在不同的接受中辐射出丰富而复杂的审美意蕴。 苏东晓以 《春蚕》 为个

案， 从民俗学与文学创作相融合的三种取向出发， 释放出民俗的艺术魅力。 赵建飞从电影对文学的改

编角度， 以抽丝剥茧般的细读方法， 剖析 １９３３ 版和 ２００７ 版电影改编的得失， 富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反

思精神。
———栏目主持： 赵思运

《春蚕》 ： 民俗的文学展示
苏东晓

摘　 要： 某些民俗在时间的流逝下再难以现实化， 而民俗学与文学创作相融合也许可以为那些可能流

逝的民俗实现文学化生存提供启迪。 茅盾的 《春蚕》 将蚕事的整套程序与故事的情节进展高度结合、 将蚕

事仪式和禁忌中的凝重与故事的氛围高度结合， 并且运用方言俚语还原蚕事原生态状貌， 向我们提供了民

俗的文学展示技巧和可能。 但是， 茅盾 《春蚕》 中的民俗展示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仅是现代读者面向民俗时

的多元情感需求中的若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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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对民俗的研究和保护， 尤其对那些即将消失的民俗的研究和保护带着浓重的身份认同的焦虑。
如果某些民俗在时间的流逝下再难以现实化，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为其创造一个继续存在的空

间， 为被现代化所断裂的灵魂找一个可以自我修复的栖身之所？ 日本学者井之口章次曾归纳过民俗学

与文学创作相融合的三种取向： “第一个方向， 为了正确理解文学的作品， 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

社会， 为此要借助于民俗学。 第二个方向， 要了解文学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 因为在现实上，
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 第三个方向， 再进一步， 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 也可称之为文献民

俗学方向。” ［１］井之口章次提出民俗学与文学创作相融合也许为那些可能流逝的民俗实现文学化生存提

供了启迪， “三种取向” 说也为民俗的文学化生存具体提供了三种存在方式。 那么民俗在具体作家作品

中的展示又是如何的呢？ 它能为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呢？ 本文试图以茅盾的 《春蚕》 创作

来作一个具体的案例分析。

一

乡思是激发茅盾创作冲动的情感源泉之一， 故乡也是他讲述故事的重要题材来源。 在茅盾的文字

中， 常常有这样一个水网密布、 河道纵横、 拱桥座座的江南水乡， 这里的人们植桑种稻、 养蚕织布、
买卖经商， 勤勉而精明， 这样的环境和人物有着鲜明的浙东特色。 将地方的风俗及民情作为文学的底

色是茅盾自觉的写作追求。 １９２１ 年， 茅盾与刘大白、 李达等人编撰 《文学小辞典》， 就对文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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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色” 进行了如下界定： “地方色就是地方的特色， 一处的习惯风俗不相同， 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
一处有一处底性格， 即个性。” ［２］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之一 《春蚕》 就是茅盾小说中有着浓厚 “地方色”
的作品， 尤其对浙东的 “蚕俗” 作了细致的刻画。

茅盾的故乡乌镇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蚕乡， 由于蚕茧的收成与蚕农们的家道兴衰乃至身家性命息

息相关， 于是这里的人们形成了繁复的蚕事认知、 创造了充满崇敬色彩的蚕事仪式及神秘的蚕事禁忌。
茅盾将这一整套蚕事蚕俗与小说的叙事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 蚕事的整套程序与故事的情节进展高度结合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写的是在战乱和外国资本冲击下的旧中国， 蚕农丰收反成灾的故事。 三部曲之

首 《春蚕》 就是这个丰收成灾故事的序曲， 蚕农对蚕事付出得越多， 越是对这些付出抱着强烈的获得

回报的希望， 那么 《秋收》、 《残冬》 里所呈现的现实打击就越是惨重和悲凄。 所以， 《春蚕》 中对蚕

事的完整程序的刻画是与故事情节的推进紧密结合的， 在此中， 对蚕俗的描写越细致， 就越能孕育和

体现故事人物由焦灼的快乐到绝望的痛苦那种情感， 唤起读者 “卡塔西斯” 式的感受。 《春蚕》 中故事

情节与蚕事程序结合的叙事序列如下：
１． 艰难时运中的希望———古老的蚕事歌谣

在一个动荡多劫的年代里， 在一个个今年蚕市萧条的传言中， 蚕农老通宝仍凭祖辈的经验顽强地

抱着希望。 他经过好几个动乱的年头， 活了大半辈子， 从来没见过桑叶烂在地里而不拿来养蚕作丝的，
除非老天爷作梗。 所以， 尽管近来时局不太平， 附近的蚕厂丝厂都关门， 老通宝家的蚕事还是从孙子

小宝拍着手唱起那句流传已久的歌谣： “清明削口， 看蚕娘娘拍手” 的所谓好兆头里拉开了序幕，［３］ 也

拉开了老通宝对未来生活得到改观的憧憬。
２􀆰 忍耐艰辛与祈求好运———蚕事准备中的祈福习俗

天气越来越暖和， 村庄周围的桑林也越长越好， 老通宝和一般农民们心里的 “希望” 也一天一天

地强大， “他们想像到一个月以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雪白的茧子， 于是又变成丁丁当当响的洋

钱， 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 却也忍不住要笑。” ［３］（２０９） 伴随着这样一种 “希望”， 人们多了一份

对艰苦的忍耐力和祈求好运道的动力。 所以， 我们看到， 当蚕事时节一到， 村里的大人小孩们尽管破

衣烂衫， 面黄肌瘦， 但还是精神高涨地洗刷修补器具， 喜气洋洋地迎接马上到来的决定家道命运的重

大蚕事。 为了摆脱霉运， 讨个吉利， 蚕农们宁可节衣缩食也不忘向蚕神祈福， 老通宝家就 “特地全家

少吃一餐饭， 省下钱来买了 ‘糊箪纸’ 来了。 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坚韧的纸儿糊得很平贴， 然后又照品

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那是跟 ‘糊箪纸’ 一块儿买来的， 一张印的花色是 ‘聚宝盆’， 另两张都

是手执尖角旗的人儿骑在马上， 据说是 ‘蚕花太子’。” ［３］（２１２）

３． 辛勤和虔诚劳作后的丰收与幻灭———蚕事高潮中的禁忌和古老仪式

洗刷修补了养蚕用具并在器具上糊上祈福的花纸， 做好养蚕的充分准备后， 养蚕的大搏斗正式开

始了。 “窝种” 时人们都怀着 “焦灼而快乐” 的心情， 四大娘抱着 “布子” 到被窝里， “那 ‘布子’ 上

密密麻麻的蚕子儿贴着肉， 怪痒痒的”， 四大娘却 “很快活， 又有点儿害怕， 她第一次怀孕时胎儿在肚

子里动， 她也是那样半惊半喜的”。［３］（２１３） “收蚕” 的时候， 人们虔诚地操作着古老的仪式， 不眠不休地

劳作， 蚕宝宝 “上山” 了， 收成终于可以确定了， 这时的人们 “都比一个月前瘦了许多， 眼眶陷进了，
嗓子也发沙， 然而都很快活兴奋。” ［３］（２２１）这个时候， 人们终于可以为想象中即将到来的好日子感恩庆贺

一下了， “接着是家家都 ‘浪山头’ 了， 各家的至亲好友都来 ‘望山头’ ”，［３］（２２２） 还要谢 “蚕花利

市”。［３］（２２３）

一整套蚕事程序到此基本结束， 蚕农们在蚕事中的付出与寄予的深厚希望也到此被渲染到了至高

点， 但故事最后并没有给人们一个企盼中的圆满结局。 老通宝家的蚕花丰收了， 但收入未增， 还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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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债， 生活更贫困凄凉， 大多蚕农也如老通宝一样。 这样的情节安排和对比刻画就是把极大的

付出和极高的希望揉碎打破， 以此创造出极具悲剧性的冲击力。 这样的设置和描写使民俗与故事水乳

交融， 民俗以一种内化为故事情节和故事人物情感的方式展示， 从而摆脱了在民族志和展览馆中静态

和冰冷的形态， 而拥有了更加鲜活的力量和温度。 因此这样的民俗展示也更让人有亲近感， 也就更具

感召力。

（二） 蚕事仪式和禁忌中的凝重与故事的氛围高度结合

茅盾的 《春蚕》 再现了 １９３０ 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农民的悲苦命运。 尽管老通宝们竭尽全

力地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但还是有太多老通宝这样的底层农民所无法预测和抗拒的力量最终造成他们

的悲剧， 茅盾的文字里带着对这些勤劳朴实的农民的深深同情， 带着对那个万恶社会的深深谴责和反

思， 因此 《春蚕》 的故事氛围不可能是欢快的， 这里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严肃的社会批判所带来的凝重。
蚕事仪式和禁忌中所反映出来的凝重则是另一种凝重， 是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而流露出的兼具畏惧感

和征服欲的凝重。 然而， 两者在情感的表象上却是一致的。 因此， 蚕事仪式和禁忌的凝重感有助于悲

剧故事的情感向读者的有效浸渗， 而悲剧故事的凝重感也加深了人们对蚕事仪式和禁忌的凝重感的

体验。
茅盾的 《春蚕》 就将作为仪式和禁忌的蚕事中所蕴藏的情感化为了普适性的人面对压迫力量时的

凝重感， 并将这种凝重感内化为故事中人物的心境， 演化为故事的氛围， 与故事主题紧密结合， 很好

地将人们的双重体验交融在一起。 《春蚕》 中有三个场景如此刻画了蚕事仪式和禁忌： 其一， 茅盾刻画

“窝种” 时节的禁忌时客观地传达出了禁忌习俗中人们对不可知力量的敬畏。 这既是蚕乡 “窝种” 时节

人们面对特定情境的一种阶段性、 地方性情感体验， 也是人的有限性面对自然的无限性时所不可避免

产生的一种情感关系， 具有永恒性与普适性。 其二， 茅盾在刻画用蒜苗头数占卜蚕花丰歉的习俗时所

描写的老通宝的忐忑心情， 既是故事人物特殊处境的情感反应， 同时也是禁忌所导致的人类普遍情感

反应。 其三， 茅盾所描写的 “收蚕” 仪式是老通宝家的具体呈现， 更是普遍的乡里习俗， 在 “收蚕”
仪式的描写中所表现出的作为老通宝家命运关节点的凝重与作为仪式的凝重融为一体。

因为不能完全控制影响蚕茧收成的所有因素， 蚕农们不由得对控制命运的各种神秘力量充满畏惧，
但同时也本能地生出了努力控制这些神秘力量的愿望和狡黠。 于是， 蚕乡生产中便出现各种各样的关

于蚕事的仪式和禁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对自然力的可控性加强， 伴随着旧生产力而生的蚕事

仪式和禁忌也不可避免地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 如何在新的生产与社会关系中诉说这些过去的蚕事仪

式和禁忌呢？ 或许， 如茅盾这般尽力释放出这些仪式和禁忌中具有普适意义的人与自然之关系中所蕴

藏的人类共有情感， 并将这些情感融入现代的情境中， 可以使后人获得更多的鲜活体验和情感共鸣。
（三） 方言俚语的运用还原蚕事原生态状貌

茅盾在 《春蚕》 中大量运用方言俚语， 并对此进行了注释。 如 “清明削口， 看蚕娘娘拍手”， “削
口” 是方音， 意谓 “桑叶抽枝发指”， 全句指的是 “清明边桑叶开绽则熟年可卜， 故蚕妇拍手而

喜”；［３］（２０８） “窝种” 即是 “揾种”；［３］（２１３） “乌娘” 则指初生的蚕蚁；［３］（２１４） “杠条” 指那些带叶的桑树枝

条；［３］（２１７） “拜利市” 指谢神，［３］（２２３） “三十多九” 指三十多个 “九里” 等等。［３］（２２４） 茅盾大量使用方言俚

语不仅仅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 也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生活真实感， 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乡野蚕事的原

生态状貌。 读着这样的方言文字， 很容易让人联想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动态蚕乡民生图。
其实， 对于方言化写作的探索， 中国现代作家们基本上是从文学大众化的诉求出发的。 譬如， 鲁迅

曾谈过 《阿 Ｑ 正传》 是否能用绍兴话改编的问题： “现在的办法， 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

的剧本， 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 可以无需改动， 如果到某一省县， 某一乡村里面去， 那么， 这

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 将其中的话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语， 不但语言， 就是背景， 人名， 也都可以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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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看客觉得更加切实。” ［４］而在 《讲话》 中， 毛泽东则直言： “许多同志爱说 ‘大众化’， 但是什么叫做

大众化呢？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而打成一片， 就应当学

习群众语言。 如果连群众语言都有许多不懂， 还讲什么文艺创作呢？” ［５］ 茅盾小说中的方言运用实际上

也是这样一种时代诉求的体现。 但是， 正是这样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情怀， 一定程度契合了民族志研究

和写作的追求。 其一， 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正是与 “庙堂” 相对的 “民间”， 民族志研究的目的是以鲜活

变动的 “民间他者” 来框正完善逐渐僵化的 “庙堂自我”。 文艺大众化也是希冀从广阔的大众中汲取革

命变革的力量。 它们的动力和行动逻辑如出一辙。 其二， 现代化的民族志写作反思阐释的限度， 指出

民族志写作无可避免地受阐释语境和修辞的影响， 受权力关系的制约， 因此， 民族志写作要更客观，
就必须尽可能地用民族志研究对象自身的话语来言说， 用格尔兹式的客观 “细描” 替代研究者的主观

“概括”。 文艺大众化中的方言写作与此有极大的内在相似性， 同样都是以言语作为颠覆旧有关系的武

器。 所以 《春蚕》 通过运用方言俚语， 能更切实地细描乌镇当地的蚕风和蚕俗， 而这种细描可以记录

更多的文化细节， 保留更多的文化信息， 因此也就能更好地撕开遮蔽民俗真相的言语屏障， 更真实地

反映民俗自身。 于是， 一方面， 对当地文化的持有者而言， 这样的言说的确可以唤起亲切感和认同感；
另一方面， 对于 “局外者” 而言， 这样的言说又昭示着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文化的独特性， 召唤着

“局外者” 的热情和理性以努力 “体悟” 独特文化的细微处。

二

茅盾在 《春蚕》 中以其对家乡蚕风蚕俗的熟悉及高超的叙事技巧将真实的民俗与虚构的故事作了

高度的融合， 既用民俗丰富了故事的地方色彩， 又用故事展现了民俗的鲜活性， 为在文学中构造过往

民俗的现代存在空间作了一个示范。 但是， 茅盾 《春蚕》 中的民俗展示与现代读者、 观众的情感交流

关系也并非全方位的。 换言之， 茅盾作品中的民俗展示所带来的情感体验仅是现代读者面向民俗时的

多元情感需求中的若干元。
（一） 背景与风景

如上所述， 茅盾强调小说创作中的 “地方色”， 但其对 “地方色” 的理解与某些乡土作家有着迥然

的差异。 １９２８ 年， 茅盾在 《小说研究 ＡＢＣ》 中这样论述： “我们决不可误会 ‘地方色彩’ 即是某地风

景之谓。 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曲。 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

背景之 ‘错综相’， 不但有特殊的色， 并且有特殊的味。” ［６］ 至 １９３６ 年， 茅盾在 《关于乡土文学》 中对

此作了更加深入地表述： “关于 ‘乡土文学’， 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 只不过像看一幅

异域的图画， 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 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
应当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 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 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

者； 必然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７］ 茅盾

在这里提出了文学中民俗展示的 “背景” 与 “风景” 区别论。
茅盾的 《春蚕》 将蚕风、 蚕俗的描写与中国农民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承受深重苦难

的刻画联系在一起， 读者在客观地体察到鲜活的蚕风、 蚕俗时， 更多地还是为故事所揭示的时代悲剧

所触动， 更多地还是着眼于作为 “前景” 的那个丰收反成灾的事件， 而不是作为 “背景” 的蚕风、 蚕

俗。 作品这样的情感召唤结构虽然使其中的民俗展示有着直接、 明晰的现实关系指向， 为民俗触动读

者观众的情感之弦构造了具体鲜活的情境， 但又恰恰可能忽略、 消解了民俗关注中所内蕴的坚守、 好

奇、 缅怀等各种复杂的情感。 因此， 从民俗的文学化生存意义上来看， 文学中的民俗不应仅仅作为风

起云涌时代中人们现实斗争生活的背景注脚， 也应该成为 “风景”， 以 “出世” 的情怀来 “入世”， 写

一方净土， 写一方旖旎， 寄托悠远的审美理想， 追寻失落的人性本真， 以关怀更大的时代和更宽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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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从而也获得更多的情感认同。 究其内在逻辑， 这里所说的文学中民俗 “风景” 化写作的意义自然

也不止表面上所说的描写 “特殊风情” 和 “异域图画”， 而是指文学中的民俗展示以民俗的 “异域风

情” 为主要能指， 努力建构起一种指涉关系， 把人们引向一个更宽阔与深厚的所指世界。 而所谓更宽

阔与更深厚的世界则应落脚于此两点： 其一为审美无功利， 其二为人的类本质性。 换言之， 就是在文

学写作中淡化民俗现实存在关系中的时代利益纷争， 淡化民俗在历史中的阶段性， 淡化民俗在线性时

间中的过去性， 而突出其普适性、 共时性与现在性， 让民俗意象在文学中的存在如同那 “人生代代无

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中的江月。
（二） 苦与趣

茅盾的乡土小说以 《春蚕》 为典型， 还有作为农村三部曲的后续两部 《秋收》、 《残冬》 以及其

他， 如 《水藻行》 等， 茅盾专门解释过这些小说的构思过程： “我每年至少要回一次家， 或者接母亲来

上海， 或者送母亲回乌镇。 每次大约一周至十天左右。 所以对于家乡的变化， 尤其是镇上小商户的苦

乐， 有所了解。” ［８］在这里， 茅盾指出了自己关怀乡土民俗， 实不同于把文学作为梦， 只供呤咏风情、
逃避现实的写作者， 而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直面农村的苦难， 要写出 “农民的无知， 被播弄”，［９］ 以及

“穷人们的眼泪”，［１０］以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谴责。 因此， 《春蚕》 中的蚕风、 蚕俗也就只能作为其

讲述 “农家苦” 故事的载体。 作家的世界观、 倾向性总会在作品中流露， 因而 《春蚕》 中蚕风、 蚕俗

的展示必定会因依附于这样一种艰难时事的刻画而染上无可回避的悲凉情调， 以及成为作者对农民的

精神愚昧进行批判的映照。
以历史进步的眼光来看， 也许过往民俗中的确留存了许多愚昧与落后的东西， 但若这些民俗仍还

是我们留恋和希望传承的对象， 我们就不应时常强调它属于过往的愚昧与落后， 反而要为它面向现在

与未来的美好大唱颂歌。 所以， 文学中的民俗刻画当然可以体现批判与反思的苦与痛， 但从非遗保护

的追求出发， 实现民俗的文学化生存， 也许更要努力去刻画出传统民俗中趣味盎然的那一面。 结合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乡土文学的苦趣之争， 以及中国古典文化对 “趣” 的阐释， 文学展示民俗中的

“趣” 不过也就是找寻并突出民俗中的生趣、 奇趣、 机趣、 谐趣、 拙趣、 雅趣等， 借此来针砭时下令人

不满乃至深恶痛绝而想逃避的呆板、 庸俗、 变态和异化。 换言之， 人们所爱之 “趣” 是在语境中存在

的， 趋 “趣” 避 “苦” 是一种疗伤方式， 以真实抑或想象的理想他者建构精神家园， 以寄放苦痛现实

中无地容身的情意所求。 所以， 文学民俗的趣味化展示不直接写苦痛， 而要写痛定思痛之后的愉悦本

心， 写活力、 进取， 写历久仍然弥新的事物， 人们要在这里得到的不是从苦痛反思后觉醒而增生的力

量， 而应该是信仰永恒的淡然和坚定。
（三） 时代理性与个人感伤

茅盾曾说过， “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 描写现实， 而尤重于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揭示了

未来的途径。” ［１１］所以， “总结起来说， 《春蚕》 构思的过程大约是这样的： ‘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

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时的农村破产……从这一认识出发， 算是 《春蚕》 的主题已经有

了， 其次便是处理人物， 构造故事。’ ” ［１２］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茅盾 《春蚕》 的创作是其本着革命文

学 “为人生” 的宗旨， 使地方色彩的描写和故乡记忆的表达成为了关怀 “农家苦” 的民本思想的承载

和揭露苦痛根源以唤醒沉睡大众的启蒙工具。 在这里， 蚕乡的地方风情和茅盾的故乡记忆已成为一种

搏击现实的意识形态力量， 担当了那个时代启蒙和救亡的重大历史使命， 有着鲜明的时代责任感。
然而， 文学中的故乡记忆和地方风情不仅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 也可以承载更多的无关乎

时代理性的生命体验和个体人生的精神历程。 在现代， 民俗研究的前行和非遗保护运动的产生无疑有

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动， 但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外， 促使某种民间习俗、 文化形态得以在其族群、 集

体内部以至于外部承传的真正力量， 或许更多地来源于这些传统保留并言说着某种生命体验， 并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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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的后继者发生着亲密的交流， 以至于传统与现代相通相融。 也因此， 上承 “风景” 说所言， 文

学中的故乡记忆和地方色彩是可以成为每一个游历者的主观所见所感， 是可以出离时代理性思考审视

的 “现实”， 去追逐一个可能缥缈却更为体己的个体体验世界的。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如果希冀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展示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文学所独有的情

感影响力使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地获得现代民众的关注和认同， 那么， 基于民俗研究和非遗保

护的现代语境， 文学中的民俗展示就不能仅仅如 “文学为人生” 一派所倡导的， 地方色彩和故乡记忆

只是作为时代风云大势的一道涟漪、 启蒙与拯救主题的一份承载。 文学中的地方风情和故乡记忆还可

以 “为艺术而艺术”， 以文字的永恒对抗时间的流逝、 以想象的超脱和绚丽对抗现实的沉重和灰暗， 最

终在现代性的大潮中体察现代人生的缺失， 以返回过去的方式反思现在和向往未来。 因为， 如吉登斯

所言：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 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

态。” ［１３］现代性造就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催促着传统的失落， 从而也造就了现代人 “生活在他方” 的

无依感、 焦躁感和残缺感， 于是对自在生命的追寻， 对精神家园的崇尚就成为现代人普遍的情感向度。
所以， 文学中的民俗展示即是这种现代性精神需求的命题， 民俗的文学化生存最终离不开这种情感向

度普遍而强大的召唤力量。
也许茅盾的 《春蚕》 没能向我们提供有关于文学中民俗展示的全部技巧和可能， 但无疑为我们思

考民俗的文学化生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文本， 这或许也是茅盾文学之于文学之外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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